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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方向性是口译研究领域颇有争议的问题之一，近年来更是受到翻译过程研究的关注。 本研究使用近红外脑

功能成像技术探索方向性对学生译员在汉英、英汉视译过程中认知加工的影响，其目标区域为大脑左侧前额叶皮层和布

罗卡区。 研究结果显示：口译方向对译员视译表现、视译过程中的脑激活模式以及认知负荷均有显著影响，即汉英视译

错误率显著高于英汉视译错误率；英汉视译时左侧前额叶激活显著，而汉英视译却没有在目标脑区内引起显著的脑激

活。 总体而言，相较于基线任务，汉英视译会导致更高的认知负荷。 以上结果对视译教学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即在视译

教学中应强化汉英视译的技巧训练以减轻认知负荷。 此外，在教学重点上，汉英视译需关注学生口语表达的准确性、流
利性、得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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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引言
方向性（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是口译学界最古老的

问题之一（Ｇｉｌｅ ２００５：９），也是最有争议的问题之

一（Ｄéｊｅａｎ ｌｅ Ｆéａｌ １９９８：４１），对其研究时至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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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未结束。 方向性是指口译员是否应该从其母语

或强势语言（Ａ 语）译入其非母语或弱势语言（Ｂ
语）。 早期的方向性研究大多关注译员在不同方

向中表现的优劣。 随着翻译过程研究的兴起和发

展，口译方向作为实验研究中的变量之一倍受关

注：此时口译研究者更多关注译员在不同方向中

表现的异同，并对此进行描述。 然而，已有方向性

研究对口译认知加工的探讨还不充分，且没有达

成一致的结论。 Ｇｉｌｅ 指出：现有实证研究的数量

还远不足以形成定论，只有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

证据才能发现方向性的规律 （ Ｇｉｌｅ ２００５：２２）；
Ｐａｖｌｏｖｉ ＇ｃ 也认为，方向性问题需要更多的实证研究

以完善其理论构建及教学应用 （ Ｐａｖｌｏｖｉ ＇ｃ ２００７：
１８）。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应用，翻译认知研究不

乏使用前沿技术探索翻译过程中译员的认知活动。
功能性近红外光谱技术（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ｎｅａｒ⁃ｉｎｆｒａｒｅｄ
ｓｐｅｃｔｒｏｓｃｏｐｙ， 简称 ｆＮＩＲＳ），也被称为近红外脑功能

成像技术，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Ｊｏｂｓｉｓ １９７７）问世

以来，越来越多地用于研究成人及儿童的大脑功

能。 ｆＮＩＲＳ 采用光学成像的原理，利用近红外光穿

过头皮及脑组织，可以直接测量氧合血红蛋白

（ＨｂＯ）浓度、脱氧血红蛋白（ＨｂＲ）浓度以及总含

氧量（ＨｂＴ）的变化，进而反映出大脑各区域的激

活状况（Ｄｉｅｌｅ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及其认知负荷水平。
大量研究证实 ｆＮＩＲＳ 在研究高级认知活动中的可

靠 性 （ Ｓｃｈｅｃｋｌｍａｎ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８， Ｄｉｅｌｅ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 相比其他的成像技术，例如，正电子发射

计算机断层扫描（ｐｏｓｉｔｒ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简
称 ＰＥＴ）、功能性磁共振成像（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 ｉｍａｇｉｎｇ，简称 ｆＭＲＩ），ｆＮＩＲＳ 具有非侵入

性、生态效度高、噪音低、便携性好等特点，在语言

加工相关研究中具有较大优势 （ Ｄｉｅｌｅ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 可见，本研究使用 ｆＮＩＲＳ 尝试探索口译方

向对视译过程中认知加工的影响，有很强的可行

性及可靠性。

２　 文献综述
２． １ 单句口译

Ｑｕａｒｅｓｉｍａ 等人进行一项 ｆＮＩＲＳ 研究，考察口

译方向对双语者进行单句视译时左脑外侧额叶皮

质（ｌｅｆｔ ｌａｔｅｒａｌ ｆｒｏｎｔａｌ ｃｏｒｔｅｘ）神经活动的影响。 其

研究对象为 ８ 名 Ａ 语为荷兰语、Ｂ 语为英语的右

利手双语者。 实验材料为简短句，例如：（１） Ｉ􀆳ｍ
ｅａｔｉｎｇ ｆｉｓｈ ａｎｄ ｃｈｉｐｓ；（２） Ｓｈｅ ｗｒｉｔｅｓ ｗｉｔｈ ａ ｐｅｎｃｉｌ；
（３）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ａ ｄｅａｄ ｂｉｒｄ ｏｎ ｔｈｅ ｒｏａｄ 等（Ｑｕａｒｅｓｉｍａ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２：２３６）。 实验任务包括交替进行的双

向视译、双向语言转换（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ｓｗｉｔｃｈｉｎｇ）以及

朗读，其中朗读为基线任务①（ｂａｓｅｌｉｎｅ ｔａｓｋ），每项

任务重复 ４ 次。 实验结果显示：视译过程会激活

布罗卡区（Ｂｒｏｃａ􀆳ｓ ａｒｅａ）的神经活动，但其激活模

式并不受口译方向的影响。 也就是说，在研究所

观察的脑区，视译过程中认知负荷的高低并未受

口译方向的影响。
２． ２ 段落口译

Ｋｕｒｚ（１９９５） 在一项脑电图扫描 （ ｅｌｅｃｔｒｏｅｎ⁃
ｃｅｐｈａｌｏｇｒａｍ，简称 ＥＥＧ）研究中调查口译方向对

专业译员大脑神经活动的影响。 在参加实验的 ４
名专业译员中，有 ３ 名 Ａ 语为德语、Ｂ 语为英语，
有 １ 名 Ａ 语为英语、Ｂ 语为法语；３ 名为右利手，１
名为左利手。 实验材料为国际会议中关于政治、
经济主题的真实会议发言录音。 实验任务包括交

替进行的双向同传以及静息状态，其中每个方向

的同传时长 ４ 分钟，静息状态时长 １ 分钟。 但由

于 ＥＥＧ 技术的限制，译员在译文表达时只能采用

无声同传（ｍｅｎｔａｌｌｙ 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ｏｕｓ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ｎｇ）的方

式。 实验结果显示，同传所激活脑区为左侧颞叶

（ｌｅｆｔ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ｌｏｂｅ）和左侧前额叶皮层（ ｌｅｆｔ ｐｒｅ⁃
ｆｒｏｎｔａｌ ｃｏｒｔｅｘ，简称 ＬＰＦＣ）；相对于译入 Ａ 语，译入

Ｂ 语时左侧颞叶的激活程度更高，并且右脑活动

显著增多，即：译入 Ｂ 语会导致更高的认知负荷。
这一实验结果在一项后续研究中得到验证（转引

自 Ｇａｒｃíａ ２０１３：３７６）。
Ｔｏｍｍｏｌａ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１）使用 ＰＥＴ 技术考

察口译方向对大脑神经活动的影响。 ８ 名专业译

员参加该实验，其 Ａ 语为芬兰语、Ｂ 语为英语，皆
为右利手。 实验材料模拟通识类主题的会议发

言，两个方向的实验材料难度大致等同。 实验任

务由静息状态、Ａ 语（芬兰语）跟读、Ｂ 语跟读以及

双向同传组成，其中跟读及同传的任务时长均为

３． ５ 至 ４ 分钟。 研究人员分别将 Ａ 语跟读、Ｂ 语

跟读作为译入 Ｂ 语、译入 Ａ 语两个方向同传的基

线任务，并通过将两个方向同传任务减去各自的

基线任务后的数据进行对比，其结论为：同传所激

活脑区为左侧前额叶以及左侧颞下回（ｌｅｆｔ ｉｎｆｅｒｉｏｒ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ｌｏｂｅ）；译入 Ｂ 语时，布罗卡区的激活水平

更高，产生的认知负荷也更高。
上述实证研究都探讨方向性与口译过程中的

认知加工模式，其研究成果提供初步的答案。 但

对该问题还远不能形成定论，还有继续探讨的空

间，原因如下。 首先，研究未能达成一致的结论。
Ｋｕｒｚ（１９９５）与 Ｔｏｍｍｏｌａ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１）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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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出译入 Ｂ 语会造成更高的认知负荷，而这一

结论在 Ｑｕａｒｅｓｉｍａ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２）的研究中并未得到

体现。 Ｑｕａｒｅｓｉｍａ 等人的研究仅强调布罗卡区在

口译过程中的作用，而 Ｔｏｍｍｏｌａ 等人的研究则认

为，左侧前额叶皮层在口译各认知环节中有重要

作用。 其次，研究设计有待改进。 ３ 项研究的实

验材料均由研究人员凭主观判断选取，没有经过

严格的变量控制。 此外，Ｋｕｒｚ 的研究采用无声同

传的方式，这与真实情景下的同传任务相差甚远，
其研究的生态效度有待推敲。 这些研究设计中的

不足均会影响研究结果，降低其可靠性。 最后，研
究所关注语言的种类较为单一，有待扩展。 上述

研究所关注的语言均属于表音文字（ｐｈｏｎ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系统，而对表意文字 （ ｉｄ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ｌａｎ⁃
ｇｕａｇｅ）的研究数量匮乏，所以未能反映该问题的

全貌。 有研究显示，表意文字（如汉语）与表音文

字（如英语）的认知加工模式存在差异（Ｂｏｌｇｅ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５）。

综上所述，本研究拟考察口译方向对汉语普

通话（以下简称汉语，Ａ 语）、英语（Ｂ 语）这一语

对在视译过程中认知加工的影响。 鉴于上述研究

结果分别显示出左侧前额叶皮层和布罗卡区参与

口译过程的认知加工，本研究的目标区域（Ｒｅ⁃
ｇｉｏｎ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简称 ＲＯＩ）即为上述两个脑区，具
体研究设计如下。

３　 研究设计
３． １ 研究问题

本研究尝试探索口译方向对汉语、英语视译

过程中认知加工的影响，旨在回答如下几个问题：
（１）口译方向是否会影响译员表现。 如果

是，有何种影响；
（２）口译方向是否会影响视译过程中的脑激

活模式。 如果是，激活模式有何不同；
（３）口译方向是否会影响视译过程中的认知

负荷。 如果是，认知负荷有何不同。
３． ２ 研究对象

参加实验的被试为澳门大学翻译专业一、二
年级的硕士研究生，其 Ａ 语为汉语，Ｂ 语为英语。
对报名参加实验的学生，我们首先进行汉语和英

语的语言测试，测试题目分别参照教育部和国家

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推出的汉语能力测试以及国

际英语语言测试系统（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Ｌａｎ⁃
ｇｕａｇｅ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简称 ＩＥＬＴＳ）中的题目，测试

满分为 １００ 分。 测试后我们选取 １３ 名汉语和英

语测试成绩均超过 ８０ 分的学生参加实验。 但由

于 ２ 名学生在实验过程中发生程序性错误，其数

据被删除，即本研究所报告数据均来自其余 １１ 名

被试。 被试中有 ３ 名男性、８ 名女性；年龄在 ２２
岁至 ３０ 岁之间，平均年龄为 ２５． ８ 岁；Ｂ 语习得年

龄（ａｇｅ ｏｆ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在 ８ 岁至 １３ 岁之间，平均习

得年龄为 １１． ０ 岁。 被试均为右利手，其裸视视力

或矫正视力正常，无神经失调、精神或心理障碍病

史。 被试汉语测试平均成绩为 ９３． ３６ ± ２． ２０，英
语测试平均成绩为 ８４． ８２ ± ２． ２３。 所有被试自愿

参加该实验研究，并在实验后获得物质奖励。 此

研究符合该校有关科研伦理的相关规定。
３． ３ 实验材料

我们选取汉语、英语段落为实验材料。 相对

于单词和句子，将段落作为实验文本能最大程度

还原视译的真实情况，从而使研究的生态效度最

大化。 其体裁类型均为记叙文。 经过初步的处

理，文本中不含有技术词汇、文化专有项（Ｃｕｌｔｕｒ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Ｉｔｅｍ， 简称 ＣＳＩ）、模糊词语以及带有负面

情感或观点的表达。 为实现两种语言源语文本最

大限度的对等，我们不仅参照 Ｐａｖｌｏｖｉ ＇ｃ 和 Ｊｅｎｓｅｎ
（２００９）及 Ｃｈａｎｇ（２０１１）对文本的类型、总长度、适
用年级、可译性进行操控，还增加对词频、词语熟

悉度的控制，因为有研究显示词频、词语熟悉度会

对词语加工产生影响（Ｌｉｕ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７）。
经过调整，汉语、英语文本在以上几个方面没

有显著统计差异（见表１）。

表１ 　 汉语、英语文本可比性

汉语文本 英语文本

来源

中国台湾② 小学二

年级第二学期课本

《国语 （ 下）》 （ Ｌａｉ，
２００６）

美 国 小 学 课 本

Ｔｒｅａｓｕｒｅｓ （ Ｂｅａｒ，
２００９）第二册

词数均值 ５４． ９２ ５４． ６７
高频词占比均值 ９６％ ９６％
词语熟悉度均值 ９９． ８１％ ９９． ３６％

可译性均值 ３． ４０ ３． ３７

　 　 ３． ４ 实验步骤

实验使用 Ｅ⁃ｐｒｉｍｅ ２． ０ 编写程序。 实验包括 ４
个任务，即汉语朗读、汉英视译（译入 Ｂ 语）、英语

朗读、英汉视译（译入 Ａ 语），其中汉语朗读和英语

朗读为基线任务。 任务顺序采取伪随机分配的模

式。 每个任务有 ６ 个试次（ｔｒｉａｌ），其顺序同样为随

机分配。 每个任务开始前，电脑屏幕会出现该任务

的指导语，被试需通过按电脑键盘上的空格键自主

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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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该任务。 在任务中的每个试次之前，屏幕会呈

现注视点（红色加号）１ 秒，任务完成后被试需按空

格键自主结束该试次。 间隔 ３０ 秒（此时屏幕显示

白色加号）进入下一个试次，直到该任务结束（见

图１）。 被试在实验开始前均进行实验流程培训以

及 ４ 个任务的模拟练习，实验时间长度约为 ５０ 分

钟，期间采用专业录音笔全程录音。

图１ 　 单项任务的实验流程图

　 　 ３． ５ 数据收集与分析

实验使用美国 ＴｅｃｈＥｎ 公司生产的连续波

ＣＷ６ 近红外脑功能成像系统，通过 ６９０ ｎｍ 和 ８３０
ｎｍ 两种波长的近红外线半导体激光监测布罗卡

区和左前额叶皮层血红蛋白浓度变化，采样率为

５０Ｈｚ． 实验使用的测量面板被固定于被试的相应

脑区（图２Ａ），包括 ４ 个发射光极和 ８ 个接收光

极，光极间距离为 ３ 厘米，其通道布局如图２Ｂ 所

示，共组成 １４ 个通道（图２Ｃ）。 实验结束后，通过

３Ｄ 定位仪对各个通道上的坐标进行定位，找出对

应脑区。

图２ 　 ｆＮＩＲＳ 数据采集

　 　 本研究的行为数据指标为错误率，即朗读 ／视
译出现错误的数量与源语文本长度的比值；所关

注错误为基于源语意义的语义错误以及语言使用

错误（包括语法错误和不当陈述）（转引自 Ｃｈａｎｇ，
Ｓｃｈａｌｌｅｒｔ ２００７：１３８）。 我们将实验录音进行转写，
对照源语文本识别朗读 ／视译中的错误，并进行再

次核对。 使用 ＳＰＳＳ １７． ０ 统计软件对计算出的错

误率进行配对样本 ｔ 检验。
本研究的 ｆＮＩＲＳ 数据指标为氧合血红蛋白浓

度的相对变化量。 研究发现氧合血红蛋白的信噪

比③（Ｓｉｇｎａｌ⁃Ｎｏｉｓｅ Ｒａｔｉｏ，简称 ＳＮＲ）相对于脱氧血

红蛋白更高（Ｄｉ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４），因此本研究只报告

氧合血红蛋白这一指标。 使用 ＨＯＭＥＲ ２（Ｈｕｐｐｅｒｔ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９）处理 ｆＮＩＲＳ 血氧变化信号，得到 １４ 个

通道上氧合血红蛋白浓度变化的平均值。 数据分

析采用减法范式（ｓｕｂ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即将所研

究的认知任务与另一参照任务进行对比（Ｈｅｒｖａｉｓ⁃
Ａｄｅｌｍａ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５， Ｔｏｍｍｏｌａ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１）。
我们首先将汉英视译与汉语朗读、英汉视译与英语

朗读的血氧变化数据分别进行对比，然后将汉英视

译减去汉语朗读的血氧变化数据与英汉视译减去

英语朗读的血氧变化数据进行对比。 上述数据使

用统计软件 ＳＰＳＳ １７． ０ 进行配对样本 ｔ 检验。

４　 研究结果
４． １ 行为数据

将汉语朗读、汉英视译、英语朗读、英汉视译

的口头产出录音进行转写、错误识别、统计分析，
其错误率均值依次分别为 ０． ９１％ 、 ７． ９５％ 、
１． ６４％ 、５． ７９％ ；其中语义错误率均值依次分别为

０、０． ９７％ 、０、３． ０５％ ；语言使用错误率均值依次分

别为 ０． ９１％ 、６． ９８％ 、１． ６４％ 、２． ７４％ （见表２ ）。
该结果显示出被试能够成功完成各项任务且正确

率保持在较高水平。
对比汉英视译、英汉视译的错误率均值，差异

显著（ ｔ１０ ＝ ２． ３６， ｐ ＝ ０． ０４）；对比两者的语义错误

率均值，差异显著（ ｔ１０ ＝ － ７． １８， ｐ ＜ ０． ００１）；对比

两者的语言使用错误率均值，差异显著（ ｔ１０ ＝ ５．
５６， ｐ ＜ ０． ００１）（见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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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各项任务的行为数据

汉语朗读 汉英视译 英语朗读 英汉视译

错误率 ０． ９１％ ７． ９５％ １． ６４％ ５． ７９％
语义错误率 ０ ０． ９７％ ０ ３． ０５％

语言使用错误率 ０． ９１％ ６． ９８％ １． ６４％ ２． ７４％

表３ 　 汉英视译、英汉视译行为数据的对比

汉英视译、英汉视译行为数据的对比（配对样本ｔ
检验）

错误率 ｔ１０ ＝ ２． ３６， ｐ ＝０． ０４
语义错误率 ｔ１０ ＝ －７． １８， ｐ ＜０． ００１

语言使用错误率 ｔ１０ ＝５． ５６， ｐ ＜０． ００１

　 　 ４． ２ ｆＮＩＲＳ 数据

对比视译与朗读的血氧变化数据，配对样本 ｔ
检验结果显示，英汉视译相对于英语朗读所激活

的通道对应脑区为左侧前额叶（Ｈｅ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
汉英视译相对于汉语朗读没有显著激活，即进行

这两项任务时目标脑区的血氧变化值没有显著差

别。 对比两个方向视译的血氧变化数据（相对于

基线任务），配对样本 ｔ 检验结果显示：译入 Ｂ 语

相对于译入 Ａ 语显著激活通道所对应脑区为布

罗卡区（同上）。

５　 讨论
本研究使用 ｆＮＩＲＳ 考察口译方向对汉语、英

语视译认知加工的影响，该研究结果为口译方向

性研究提供新的证据，具体讨论如下。
５． １ 方向性与译员视译表现

口译产出中错误的多少是衡量译员表现优劣

的重要指标。 本研究结果显示，汉英视译错误率显

著高于英汉视译错误率，这说明口译方向作为本研

究中的唯一变量对学生译员表现有显著影响。 这

与 Ｎｉｃｏｄｅｍｕｓ 和 Ｅｍｍｏｒｅｙ（２０１５）的研究结果一致，
即对于初级口译员译入 Ｂ 语的准确率要低于译入

Ａ 语的。 然而该结果与 Ｔｏｍｍｏｌａ 和 Ｈｅｌｅｖä（１９９８）
以及 Ｔｏｍｍｏｌａ 等人（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１）的研究结果相反：
后两者都认为学生译员 ／专业译员译入 Ｂ 语的表现

更好。 该分歧产生原因可能与各研究中实验文本

的难度、译员的语言水平以及评判指标的差异有

关。 分别统计汉英、英汉视译中的语义错误和语言

使用错误得出，汉英视译中的语义错误率显著低于

英汉视译，而其语言使用错误率却显著高于英汉视

译。 该结果与 Ｌｅｅ（转自 Ｃｈａｎｇ， Ｓｃｈａｌｌｅｒｔ ２００７：１３８）
的研究结论一致：后者认为口译学员译入 Ａ 语时

基于源语意义的错误显著增多；而译入 Ｂ 语时语言

使用错误显著增多。 这是由于译入 Ａ 语时目的语

产出水平及监控能力更高，从而使语言使用错误相

对较少；而译入 Ｂ 语时源语理解水平和记忆能力更

高，从而使语义错误相对较少（Ｄｏｓｅ ２０１４）。
５． ２ 方向性与脑激活模式

口译方向对视译过程中的脑激活模式有显著

影响。 相对于英语朗读，英汉视译时左侧前额叶

激活显著，这说明此区域参与英汉视译过程中的

认知加工。 这一结果与 Ｋｕｒｚ（１９９５）以及 Ｔｏｍｍｏｌａ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１）的研究结果相一致，即 ３ 项研

究都发现翻译过程中左侧前额叶的激活，尽管从

翻译模式上来说前者是视译、后两者是同声传译。
已有研究发现，左侧前额叶激活与语言编码、工作

记忆、语义信息的搜索、存储以及控制等认知环节

有密切关系（Ｔｏｍｍｏｌａ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１）。 这就解

释左侧前额叶在不同翻译模式下被激活的原因：
所有的翻译活动都涉及语义加工，即从源语提取

意义表征并将其转化为目标语语言结构。 这一研

究结果为左侧前额叶在翻译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提

供新的证据。
相对于汉语朗读，汉英视译没有在目标脑区

引起显著的脑激活，这一结果与 Ｋｕｒｚ（１９９５）以及

Ｔｏｍｍｏｌａ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１）的研究结果相左，即
后两项研究均显示出左侧前额叶显著激活，这一

分歧可能来自于语言自身的差异。 已有研究所关

注的语言均属于表音文字，而汉语属于表意文字，
字形与语音之间缺乏明显的形音对应规则

（ｇｒａｐｈｅｍｅ⁃ｐｈｏｎｅｍｅ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 ｒｕｌｅｓ， ＧＰＣ 规

则）（Ｐｅｒｆｅｔｔｉ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５），其认知加工的脑激活模

式以及加工深度与表音文字存在差异（（Ｌｉｕ， Ｃａｏ
２０１６；Ｔａ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５）。 有研究指出，汉语从字形

到字音的映射会激活位于左侧前额叶的背外侧前

额叶（ｄｏｒｓｏｌａｔｅｒａｌ ｆｒｏｎｔａｌ ｒｅｇｉｏｎ，简称 ＤＬＰＦＣ），而
英语等表音文字激活的则是左后颞叶、顶叶区域

（ｌｅｆｔ ｐｏｓｔｅｒｉｏｒ ｔｅｍｐｏ⁃ｐａｒｉｅｔａｌ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Ｗｕ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 也就是说，由于使用减法范式，汉英视译

产生的大脑活动可能被汉语朗读产生的大脑活动

抵消，因此其激活状况相对于汉语朗读不显著。
５． ３ 方向性与认知负荷

对比两个方向视译的血氧变化数据（相对于

基线任务）得出：汉英视译相对于英汉视译存在

显著差异，这说明口译方向对视译认知负荷有显

著影响，即译入 Ｂ 语会导致更高的认知负荷。 这

一结果不仅与 Ｋｕｒｚ （１９９５） 以及 Ｔｏｍｍｏｌａ 等人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１）的口译方向性研究结论一致，还与

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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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ａｖｌｏｖｉ ＇ｃ 和 Ｊｅｎｓｅｎ（２００９）以及 Ｃｈａｎｇ（２０１１）的笔

译方向性研究结果吻合，再次证明译入 Ｂ 语时译

员 ／译者须要付出更多的精力。
Ｐａｒａｄｉｓ 认为，当双语者选择使用一种语言表

达时，其另外一种语言的激活阈值 （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会被提高，从而在表达时被抑制（Ｐａｒａ⁃
ｄｉｓ １９９４：３２１）。 在翻译过程中，虽然两种语言同

时被激活，但其激活水平却不同，即理解过程所使

用语言的激活阈值要高于表达过程所使用语言的

激活阈值（同上）。 也就是说，译入 Ｂ 语时，Ａ 语

的激活阈值需要被提高，Ｂ 语的激活阈值需要被

降低；而译入 Ａ 语时则正相反。 由于语言的激活

阈值取决于使用频度和使用时近性（ ｒｅｃｅｎｃｙ），即
使用越频繁、激活间隔时间越短，其激活阈值就越

低（同上：３２０），Ａ 语作为母语或强势语言其激活

阈值必然低于 Ｂ 语。 根据上述理论，译入 Ｂ 语时

需要将处于低位的激活阈值提高、处于高位的激

活阈值降低，这一过程所需认知资源必然大于译

入 Ａ 语，因为在译入 Ａ 语时，需要被降低的激活

阈值已经处于低位，需要被提高的激活阈值已经

处于高位。 这就可以解释为何译入 Ｂ 语会产生

更高的认知负荷。
此外，根据 Ｋｒｏｌｌ 和 Ｓｔｅｗａｒｄ 提出的修正层级

模型（Ｒｅｖｉｓｅｄ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两种语言之间

首先建立词汇连结（ ｌｅｘｉｃａｌ ｌｉｎｋ），然后才是概念

连结（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ｌｉｎｋ）。 译入 Ａ 语主要依靠词汇

连结来进行， 它只需经过词汇提取的认知操作过

程；而译入 Ｂ 语主要依靠概念连结来进行， 它需

要经过概念提取和词汇提取两个认知操作过程

（Ｋｒｏｌｌ， Ｓｔｅｗａｒｄ １９９４：１５８ － １６２）。 虽然该理论以

词语翻译为研究对象，但似乎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解释本研究结果。 当然，是否果真如此仍需经过

适当的实验手段证实。

６　 结束语
本研究使用近红外脑功能成像技术探索口译

方向对汉英、英汉视译认知加工的影响，其研究结

果为：（１）口译方向对译员视译表现有显著影响，
其影响表现为汉英视译错误率显著高于英汉视译

错误率。 此外，汉英视译中的语义错误率显著低

于英汉视译，而其语言使用错误率却显著高于英

汉视译；（２）口译方向对视译过程中的脑激活模

式有显著影响。 相对于各自的基线任务，英汉视

译时左侧前额叶激活显著，而汉英视译却没有在

目标脑区内引起显著的脑激活；（３）口译方向对

视译认知负荷有显著影响，即汉英视译会导致更

高的认知负荷。
本研究对视译教学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研究

结果显示，学生译员作为不平衡双语者 （ ｕｎｂａ⁃
ｌａｎｃｅｄ ｂｉｌｉｎｇｕａｌ）在译入 Ｂ 语时须要付出更多的认

知努力，因此在视译教学中应强化此方向的视译

技巧训练，如断句、简化、归纳等，以减轻认知负

荷。 研究结果还显示，学生译员译入 Ａ 语时语义

错误较多，译入 Ｂ 语时语言使用错误较多。 因

此，在译入 Ａ 语的教学中需重点关注学生理解、
提炼源语意义的能力；而在译入 Ｂ 语的教学中则

需强化学生口语表达的准确性、流利性、得体性，
从而提高学生口译质量。

注释

①在心理学实验研究中，基线任务通常被作为目标任务

的基准和参考，用来衡量干预措施和操作如何影响实

验结果。
②由于中国台湾的教育体系模仿参照美国的教育体系，

因此两者的年级水平具有可比性（Ｃｈａｎｇ ２０１１：１７２）。
③信噪比是指信号平均强度和噪声平均强度的比值。 一

般情况下，信噪比越高，噪声越小，信号质量越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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